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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
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李国珍1,张应良2,易裕元3

(1,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3.中国农科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 要:基于重庆的调查,采用PLS路径模型实证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

响。研究发现:(1)工商资本下乡带来非农从业机会的增加和非农从业能力的提升,减轻了农户对土地的

经济依赖,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

善,对改善农户生活条件与增进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保障农户社会参与权,有助于减少农户的“被剥

夺感”,从而提升了农户流转意愿;(2)社会福利补偿对生态福利补偿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福利补

偿抑制了生态福利补偿;(3)兼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和生态福利补偿在农户流转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有限,

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决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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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工商资本下乡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推动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

域,2013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工商资本跨界进入农业”。不仅如此,2020年农业农村

部《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指出“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农村”。然而,工商资本下乡能否

助推农业现代化,更深层次地取决于工商资本如何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官方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9年流入企业的耕地有0.58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总量的10.4%,土地流转规模增长速

度为3.7%,远低于同期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的4.0%,及其他经营主体的10.2%;2015-2019年,

流入企业的比重一直停留在9%~10%左右①。这一数据表明,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似乎陷入

了“低水平困局”。那么,工商资本下乡②进程中,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究竟受什么因素影响?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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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2017年流转入企业的比重分别为9.4%、9.7%、9.8%,2018年为10.3%,

2019年为10.4%。

需要指出的是,工商资本是一种资本形式,并不能直接作为行为主体,需借助一定的组织载体来实现其对农村场域资源的

有效配置。本研究的资本下乡主要指工商资本以企业、组织或个人等形式所进行的土地流转行为。相应地,工商资本作为经济行为

主体时,主要指工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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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工商资本下乡是如何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 工商资本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

著的个体差异? 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国家对于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可持续

性,进而对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纵深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微观视角,采用PLS路

径模型对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意愿进行评估,期望能为当前工商资本下乡相关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当前,围绕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展开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特

征和外界条件等四大因素[1]。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的福利后果与农户意愿研究逐渐进入学者

们的研究视野。学者们从禀赋效应、损失厌恶、生活质量等角度考察福利因素与农民意愿的影

响,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2-3],并认为福利效果会直接影响农户对后续产

业的参与度。除经济福利价值外,由于土地还具有社会稳定、生态服务等非经济福利价值,多数

学者认为,“一次性经济补偿”或“土地换取社保”的简单做法,并不能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应将

农地的多福利价值一并纳入补偿之中[4]。除交易成本、经济利益外,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成员

态度是决定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的主要依据[5]。渴望获得全部的土地赔偿与农户的心理落差

是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重要机制之一[6],政府应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相应的福利保障。不仅如此,

对于土地的多功能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认识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认为土地的非经济

价值与社会财富分配、耕地保护等问题相互交织,衍生出愈发尖锐的土地权益矛盾[7],土地规模

化流转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了农户面临耕地用途的不确定性等风险,降低了农户经营

土地的预期[8]。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了诸多讨

论,也普遍接受土地多功能性的现实,并认为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户进行补偿。已有研究为理

解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依据,但仍有一

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第一,有关土地流转的福利效果与农户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来看,多数文献以农地城市流转

作为主要分析框架,然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带来农民身份的转化,与工商资本下乡流转

土地给农户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作用路径及补偿机制也存在着较大差别,以此背景下的分析

框架来研究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决策及其补偿依据显然有失偏颇;第二,与土地紧密相

连的农户福利呈多元化分布,目前大部分研究或没有区分和比较福利补偿的多样性,或只是讨论

了其中一种状态,并不能较为全面地阐述农户流转意愿和工商资本的福利补偿之间的作用关系;

第三,研究方法方面,多数文献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采用的是传统的二元logistics、probit回

归方法。然而,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利补偿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显然,传统的二

元回归方法并不能全面反映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流转意愿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最后,研究区域

与研究数据方面。重庆属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集合与叠加了我国的东部现象

与西部现象,具有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相似的基本特点。国家批准重庆设立为全国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表明国家希望重庆能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道路方面能提供一定

的经验借鉴。故论文以重庆为例展开分析,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重庆市为样本区域,立足于工商资本下乡的现实背景,基于福利补偿视角,采

用PLS路径模型实证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的作用关系。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为清晰阐释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本

文以福利补偿为基点,将福利补偿具体解构为经济、社会、生态3个维度,提出工商资本下乡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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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的理论假说;(2)研究方法的改进。考虑到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

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本文采用PLS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

作用路径,该方法能够验证在多种自变量情况下,且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影响作用时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使得到的研究结论更加清晰;(3)研究区域与研究数据的选择。论文

以重庆为例展开分析,其研究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我国,长期以来,农户依附土地生存、就业,乃至养老。土地存在着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

功效[9]。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又衍化出财产、融资、保障、休闲等功能[10]。尽管,土地

存在着多样化功能,但是经济、社会、生态仍然是三个最为重要的功能。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既是

生产要素,还是实现福利保障的基础[11]。土地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农户福利状况的好

坏,并且与农户福利大小呈正比关系[12]。实际上,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正
是体现在工商资本下乡对土地上所附着的各项功能进行合理的替代,即福利补偿。本文基于土

地的多功能价值,将福利补偿相应地区分为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以及生态福利补偿等

三个方面。
(一)经济福利补偿

即对土地在实现农户家庭经济功能方面所体现的价值补偿。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

生产要素,土地耕作是农户获取经济收入、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手段。
(1)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拓宽了农户家庭的收入渠道,增加了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工

商资本投资农业领域,使得那些一时无法离开农村的劳动人口,可通过在附近的农业公司就业,
获得了比以往经营自家农田更多的收入[13]。在工商企业务工增加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国家对

工商资本下乡所给予的,如优势特色示范项目、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菜篮子”项目等专项补贴,
增加了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同时,工商资本下乡使得农户的土地财产逐步实现资本化,除获得诸

如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用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涌现,农户还可以获得更

多的金融支持,从而有效带动了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收入

越多,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则越小,越有助于农户的土地转出[14-15]。
(2)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农业为农户带来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农户劳动人口从事非农产

业的就业能力。通过在工商企业务工,接受较为规范的管理培训,农户的劳动人口获得了较多的

相关从业技能。工商资本为农民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稳定性越好,农户因此而获得的相

关从业技能培训越多,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能力则越强。农户非农产业从业能力的增强,增加了

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增进了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这种促进作用,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

区表现得更为明显[16]。由此可见,无论是拓宽农业收入渠道,还是提升农户的非农从业能力,均
有助于缓解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工商资本为农户离开土地所提供的经济福利补偿越多,越有助

于农户的土地转出。由此,本文提出第1个研究假设:

H1:工商资本下乡通过经济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二)社会福利补偿

即对土地的社会功能所给予的价值补偿。土地不仅具备经济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17],仅
停留在单纯或狭义的经济价值基础上,意味着农地资本化过程中会有大量社会福利的损失。长

期以来,农户一直将土地视为维持生存与延续生命的最后屏障。土地作为农户重要的非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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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既表现出风险资产的特征,也表现出无风险的特征①。

(1)工商资本下乡,为实现农户土地的保障功能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

地,使得农户家庭用于养老的资本数量及其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18]。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对

农户人力资本的再投资所产生的较高收入,使部分农户有能力支付自我养老及社会养老的费

用[19]。农村劳动力的就地消化或转移,可以使农民不至于为了增加收入而付出背井离乡的代

价,缓解了农户因承担城市生活成本而带来的风险。同时,就近就业的务工形式可以使农户更好

地为家庭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2)国家通过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农业领域,对农户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增进农户之间

的社会交往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土地是我国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空间载体,工商资本的规模化

经营,促进了农村道路交通、自来水供给、污水处理、电网、物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的改善,为农户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改善农户社会生活条件提

供了便利条件,提升了农户的效用水平。随着康养、文娱、观光、休闲等一系列农业项目的实施,

农户的闲暇场所逐步增多,农民的闲暇活动更为丰富,促进了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换,

增进了农户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土地流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农户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体现。工商资本下乡,农

户是否享有表达机会及其权力享有的充分程度,是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存在的基本体

现,它关系着农户能否平等参与农村社会管理以及公平分享农村改革发展成果[20],这不仅会直

接影响农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还会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工商资本下乡,农户在合同

订立、交易谈判、利益分配等方面,其知情权与决策权越得到尊重与保护,农户对土地的未来预期

收益和风险认知越明确,其产生的被“剥夺感”越少,农户参与工商资本下乡的热情则越强,其土

地转出意愿则越强烈[21-22]。综上,本文提出第2个研究假设:

H2:工商资本下乡可以通过社会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三)生态福利补偿

即对基于土地的生态功能所给予的价值补偿。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

度上还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净化环境等生态功能。新时代背景下,土地

的生态功能价值正凸显出来,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23-24]。工商资本下乡不仅改

变了土地的资产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土地的资源价值。工商资本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现

代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模式的转移[25]。现代农业通过土地整理,

改变土地的碎片化分布为规模化集中,相关涉农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土地修复及土地面貌的还原

和美观,生态条件与自然景观的改善,使得农户的农业种植机会成本提高,如水土流失情况减缓、

土地肥力提高、水源变得更加充足等等,减少了农民投入的成本和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

量[26],促进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27-28]。相反,工商资本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可能产生噪音污

染,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水污染加剧,基地工厂的废气排放可能造成空气污染,由此引

发农户的生态环境恶化。大量厂房、工业园区等相继建设,改变了原有耕地的肥力和耕地质量,

不仅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还增加了农户的额外投入成本,对农地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了重要影

响,不利于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为此,本文提出第3个研究假设:

H3:工商资本下乡可以通过生态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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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性表现在农户家庭自给自足之外直接进入市场的产出部分,直接面对市场风险及自然风险。



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户的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福利补偿,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经济福利补

偿是社会、生态福利补偿存在的基本前提。社会福利补偿是经济、生活福利补偿实现的主要保

障。如果土地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对生活保障的需求,农户就无法真正地离开土地。同时,对

土地生态价值补偿的忽视,使得工商资本的投入成本与潜在成本不一致,从而导致土地的粗放利

用,影响了农地的可持续利用。不少地区,单纯追逐土地的经济产出,加之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

户经济福利得到改善的同时,生态福利受到一定的负向影响。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被异化

为土地财政这一事物,间接推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29],增进了农户的

社会福利。由此可见,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

文构建了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基本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的作用路径

四、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成渝地区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改革创新的重要高地,从全国统筹城乡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始终处于改革的核心区域。重庆属典型的城乡

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集合与叠加了我国的东部现象与西部现象,具有我国很多地区尤其

是中西部省份相似的基本特点,国家批准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希

望重庆能在开创中国城乡统筹发展道路方面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故论文以重庆为例,对其农

地流转的探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现实意义。课题组对重庆江津区、荣昌区、铜梁区、潼南区等

工商资本下乡较为活跃的地区展开了调研,采取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户进

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58份,回收有效问卷410份。

调研结果显示,在农户方面:从受访者人口学特征看,男性比例占80.6%,且年龄普遍在

55岁以上,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其中文盲比例达到6.3%,这和当前农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大、文

化水平偏低的现实相吻合;从耕地资源来看,样本区域人均耕地仅有0.98亩,远低于全国的平均

水平,符合重庆山地多平原少的地形特点:从农户类型特征上看,纯农户仅占8.7%,兼业农户占

64.5%,离农户达26.7%,和当前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农业劳动力被迫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的

规律基本一致。在工商资本方面:从工商资本下乡的投资领域来看,95.6%的土地用于农业,且

绝大多数投向了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占比74.8%,畜牧养殖占1.9%,混合利用的占16%,纯粮

食种植的仅占7.3%,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倾向较为明显,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以中高质量的水

田和旱地为主,大部分为平地及坡地;从流转年限看,10-20年占大多数,占76.7%,10年以内的

占18.45%;从工商业主租金给付方式来看,近一半的农户是分年度固定现金支付,48.5%农户是

按照当年谷物市场价折价分年度支付,除了租金,有13.6%的农户能够从工商业主那里得到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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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开办工厂等增值性收入或实物福利。

(二)模型构建

1.PLS路径模型 论文主要研究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转

意愿的影响,考虑到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这种相

互关系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回归结果的科学性。本文选择采用路径模型实证多维福利补偿与农户

流转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路径模型通常应用于预测判断在多种自变量情况下,各变量之间存

在相关影响作用时的理想模型[30]。对农户进行的福利补偿是一个包含多维度内容的抽象概念,

且难以直接观察与直接测量,需通过一些外显指标来间接测量,该变量被称为潜变量,潜变量的

测量指标为观察变量。将表征“因”的潜变量称为外生潜变量,表征“果”的潜变量称为内生潜变

量。路径模型方程如下:

Y=α+βY+τX +ξ

其中:Y代表内生观测变量矩阵,X为外生潜变量矩阵,β为内生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矩阵;

τ外生潜变量与内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矩阵;α是截距,ξ为内因潜变量的误差矩阵;在本文路径

模型中,内生潜变量有农户流转意愿等,外生潜变量为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

偿等。

2.Logistic回归模型 农户总福利补偿是由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福利补偿共同构成,农户意

愿既是三维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还是三间之间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考察农户总

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各福利补偿的重要程度不同,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

对各福利补偿进行权重赋值,以此为基础计算农户的总福利补偿值。农户流转意愿为因变量,属

于二分变量,即“愿意”或是“不愿意”。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选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

型设定如下:

logit(pi)=ln(
pi
1-pi

)

pi=
EXP(β0+βmxm +ε)
1+EXP(β0+βmxm +ε)

  其中,Pi代表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概率;xm 代表福利补偿、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等;β0为常数

项,βm 代表回归系数,表示各个因素xm 对P 的贡献量,ε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

由于现有统计资料中涉及的社会福利、生态福利等相关数据较为宏观,对工商资本下乡涉农

的居住生活、空气污染等福利补偿数据的经验支持也较为缺乏,本文借鉴周小刚和陈熹[31]、周义

和李梦玄[32]等研究,将工商资本下乡前后该福利值依次赋值为1-5,取各福利变量指标的平均

值作为该福利的测量值,用工商资本下乡前后该测量值的差值来反映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福利

补偿状况。同时,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会受

到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户类型等因素的影响,论文在PLS路径分析前,对以上控制变量作

了相关性检验。由于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与农户流转意愿的相关性不显著(见表1),故

论文仅将表征农户特征的农户兼业化程度作为主要控制变量纳入PLS路径模型进行分析,各指

标变量取值及描述统计分别见表2、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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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控制变量与农户流转意愿相关系数矩阵(N=410)

变量名称 户主性别 受教育程度 兼业化程度 农户流转意愿

户主性别 1 / / /
受教育程度 0.072 1 / /
兼业化程度 -0.029 -0.010 1 /

农户流转意愿 -0.012 0.060 0.150** 1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2 路径模型相关变量解释及描述统计(N=410)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均值

下乡前 下乡后

标准差

下乡前 下乡后

经济福利补偿 ECWEL
人均非农收入 ECX1 实际调查值(万元) 0.76 1.11 0.79 1.16
人均总收入 ECX2 实际调查值(万元) 0.92 1.17 0.76 1.15
人均纯收入 ECX3 实际调查值(万元) 0.57 0.76 0.72 1.11
社会福利补偿 SOWEL
社会参与 SOXB1 不了解→了解

资质了解度 SOX4 依次赋值1-5 - 2.55 0 1.59
合同了解度 SOX5 依次赋值1-5 - 2.11 0 1.42
政策普及度 SOX6 依次赋值1-5 - 1.82 0 1.21
社会生活 SOXB2 不方便→方便

交通便利度 SOX7 依次赋值1-5 3.42 3.89 1.04 1.00
出行方便度 SOX8 依次赋值1-5 3.49 3.94 1.07 0.99
生活便利度 SOX9 依次赋值1-5 3.24 3.74 1.15 1.12
生态福利补偿 ENWEL 差→好

水源质量 ENX10 依次赋值1-5 3.86 3.75 0.93 1.16
自然景观 ENX11 依次赋值1-5 3.46 3.98 1.03 1.03
空气质量 ENX12 依次赋值1-5 3.96 3.99 0.92 1.14

  注:对土地的经济价值补偿尽管存在多样化的方式,但由于经济收入是农户参与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也是农

户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农民的经济收入能否改善还

是决定农户家庭经济功能实现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农户经济福利补偿的衡量,本文主要采用了经济收入指标

表3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相关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N=410)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户意愿 WILL 愿意=1,不愿意=0 0.84 0.37
户主性别 GEN 男=1,女=0 0.81 0.40
户主年龄 AGE 连续变量(年) 62.00 9.44
教育年限 EDU 文盲=0,小学=1初中=2高中=3 2.23 0.57
兼业化程度 STYLE 纯农户=1,I兼农户=2,II兼农户=3,离农户=4 3.00 0.84
经济福利补偿 ECWEL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经济福利评价值的差值 0.26 0.84
社会福利补偿 SOWEL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社会福利评价值的差值 1.32 0.65
生态福利补偿 ENWEL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生态福利评价值的差值 0.15 0.83
总福利补偿 TOWEL 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值加权求和值 0.52 0.55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指标的可靠性检验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为潜变量,由多个观测变量构成,需对指标进

行可靠性检验。由表4可知,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0.6标准值,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

检验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组合信度大于0.7;AVE平均萃取大于0.5,因此,该指标变量的选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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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具有一致性,观测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别度,指标测度的可靠性通过检验。
表4 路径模型变量指标的检验结果(N=410)

变量指标 项数
克朗巴哈系数

下乡前 下乡后

KMO
下乡前 下乡后

因子载荷系数

下乡前 下乡后

CR
下乡前 下乡后

AVE
下乡前 下乡后

SOX4 - 0.782
SOX5 3 0.740 - 0.656 - 0.861 - 0.754 - 0.515
SOX6 - 0.795
SOX7 0.661 0.672
SOX8 3 0.700 0.758 0.669 0.674 0.755 0.630 0.754 0.769 0.507 0.525
SOX9 0.707 0.840
ENX10 0.758 0.701
ENX11 3 0.773 0.761 0.700 0.694 0.670 0.701 0.780 0.760 0.542 0.519
ENX12 0.792 0.760

  注:工商资本下乡前农户对工商业主资质、合同、政策普及度并没有发生,本文直接用工商资本下乡后该数值来

反映其福利补偿状况

(二)PLS路径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PLS路径模型所呈现的关键拟合指标中,绝对拟合优度指标卡方值显著性概率P、良
适性适配指数GFI、卡方自由度比、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以及增值拟合优度指标规准适配指

数NNFI等都通过了统计性检验(见表5),表明本文构建的路径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稳健性通

过检验。
表5 PLS路径模型拟合指标结果(N=410)

常用指标 X2 df p 卡方自由度比 GFI RMSEA RMR CFI NNFI

判断标准 - - >0.05 <3 >0.9 p<0.10 p<0.05 >0.9 >0.9
拟合结果 4.202 3 0.240 1.401 0.993 0.031 0.017 0.962 0.875

是否满足标准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可以

  (三)工商资本下乡多福利补偿的权重确定和一致性检验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多维福利补偿进行权重赋值:

A= aij( ) n×m,aij >0,aji=
1
aij

其中,aij是第i个因素与第j个因素相对于从属的上一层因素而言的相对重要性。在现有

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农户家庭生活状况之现实,本文采用和积法将分别将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

偿标度依次设为5、3、1,构建判断矩阵。从表6可知,社会、生态、经济福利补偿5阶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分别为0.781,0.318,1.900,结合特征向量计算的最大特征根为3.039,CI值为0.019,随
机一致性判断指标RI的取值为0.520,CR值为0.037<0.1,因此,多福利补偿的判断矩阵通过一

致性检验,计算所得权重具有一致性(见表6)。
表6 多维福利补偿权重及一致性检验结果(N=410)

项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值 RI值 CR值 一致性检验

社会福利补偿 0.781 26.05%
生态福利补偿 0.318 10.62%
经济福利补偿 1.900 63.34%

3.039 0.019 0.520 0.037 通过

  (四)工商资本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检验

1.Logistic模型结果估计 从表7估计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TOWEL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总福利补偿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

了检验。表7中,模型(1)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农户福利补偿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

59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2)、模型(3)表明,在分别控制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农户兼业化程

度等变量的条件下,农户流转意愿系数估计仍然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总福

利补偿对增进农户流转意愿的作用结果较为稳健,该研究结论与徐美银[10]、兰勇,蒋黾,杜志雄等[15]

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表7 总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二元回归结果(N=410)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总福利补偿 3.242(0.682)*** 3.31(0.701)9*** 3.518(0.725)***

户主年龄 -0.244(0.367) -0.198(0.369)
户主性别 -0.017(0.015) -0.021(0.016)
教育年限 0.229(0.255) 0.268(0.260)

兼业化程度 0.521(0.156)***

常数项 0.329(0.271) 1.074(1.191) -0.420(1.297)

R2 0.071 0.077 0.101
对数似然值 328.329a 325.773a 314.715a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2.PLS模型结果估计 表8估计结果显示,路径模型假设整体来看,本文所选取的核心解释变

量,绝大多数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结果或常识性判断相吻合。因此,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工商资本下乡的

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具体来看:
表8 PLS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N=410)

因变量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Z(CR值) P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经济福利补偿 → 农户流转意愿 0.051 0.021 2.475 0.013 0.118**

社会福利补偿 → 农户流转意愿 0.092 0.027 3.384 0.001 0.163***

生态福利补偿 → 农户流转意愿 0.026 0.021 1.228 0.220 0.059
经济福利补偿 → 生态福利补偿 -0.041 0.035 -1.157 0.247 -0.057
社会福利补偿 → 生态福利补偿 0.108 0.062 1.731 0.083 0.085*

农户兼业化程度 → 农户流转意愿 0.059 0.021 2.834 0.005 0.137**

农户兼业化程度 → 社会福利补偿 0.095 0.038 2.508 0.012 0.123**

  ***、**、*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1)经济福利补偿:模型中经济福利补偿变量ECWEL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

径系数为0.118>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0.05水平的显著性(z=2.475,p=0.013<0.05),表明经济

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增加农户经济福利补偿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

愿,从而验证了假说 H1。这是因为,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后,很多农村家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

中解放出来,通过参加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工作进入非农领域;农户通过在工商企业务工,获得了相

关技能培训,增强了其就业能力,减少了对土地的经济依赖,有效地促进了农地向工商资本的转出。
(2)社会福利补偿:路径模型中社会福利补偿变量SOWEL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

径系数值为0.163,并且该路径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z=3.384,p=0.001<0.01),验证了假

说H2,即社会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工商业主下乡租赁农地

通过投资于农业、旅游等产业,给当地的交通条件、农村基础服务设施等改进有一定帮助,这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增进了农户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同时,农户对工商资

本下乡政策认知越多,对农地流转合同越了解,农户的社会参与权益越能得到尊重与保障,显著

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3)生态福利补偿:路径模型中生态福利补偿变量ENWEL 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059>0,但此路径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1.228,p=0.220>0.05),说明生

态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在于,一方面,样本区域目前仍处于工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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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初期阶段且生态环境较好,工商资本下乡尽管带来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变,相比工商资本下乡

之前并没有显著差异,还不能有效促进农户的土地流转愿意。

模型中农户 兼 业 化 程 度 变 量 STYLE 对 于 流 转 意 愿 影 响 时,其 标 准 化 路 径 系 数 值 为

0.137>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z=2.834,p=0.005<0.01),这说明,农户兼业

化程度会对农户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农户的兼业化程度越高,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越小,其流转意愿则越强。与此同时,变量STYLE与社会福利补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123>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0.05水平的显著性(z=2.508,p=0.012<

0.05),说明,农户兼业化程度与社会福利补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可能在于,农地

资本化中,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农地依赖程度越小的农户,尽管能较为容易地获得非农性工作,

但由于国家政策不断向农村聚集,也让他们看到了农村土地未来的价值,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放

弃对农地的承包权,都较为关注工商资本下乡聚集带给农村的未来升值潜力,工商资本下乡过程

中其知情权、参与权更能够得到保障。农户土地依赖程度与经济、生态福利补偿之间的协方差关

系(相关关系)检验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说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其生计和主要收入来源

都已基本脱离农村,土地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所发挥的作用强度下降,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经

济、生态福利的改善对其流转决策并不能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4)经济、社会、生态三种福利内在关系检验。从经济、社会、生态三种福利补偿之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来看(表8),三种福利补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首先,经济福利补偿与农户生态

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向影响关系,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057<0,此路径显著性尽

管不明显(z=-1.157,p=0.247>0.05),但也应当注意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工商资本下乡投

资发展农业被认为是加速产业聚集、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方式,许多产业为改善农户居住条

件、增加农民收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调研所属的不少区域,由于经济欠发达,仍然存在着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农业发展路径,由此而引发的生态福利补偿是下降的。其次,社会福利补偿

对生态福利补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085>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1水平的显著性(z=1.731,p=0.083<0.1),这可能是由于,工商资本下乡在投资农业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村容村貌的改造,许多地方的工商业主往往会对村庄进行了艺术性美化,这一行为对

农户自然景观等改善造成一定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意愿既是

各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又是三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一

定程度的关系。同时,多福利补偿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说明论文使用路径回归模型选择的科学性。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工商资本能否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其根本在于农户的流转意愿。论文基于重庆的农户

调查数据,以工商资本对农户的福利补偿为视角探讨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研究表明:第一,

总体上,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具体来看,经济福利补偿方

面,工商资本下乡带来非农从业机会的增加,使农户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和非农从业能力得到提

升,减轻了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社会福利补偿方面,工商

资本下乡带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善,对农户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增进农

户之间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为实现土

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撑,保障农户的社会参与权,有助于减少农户的“被夺感”,从而

提升了农户的流转意愿;生态福利补偿方面,工商资本下乡的生态福利补偿还难以提升农户的土

地流转意愿。第二,工商资本对农户的多重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协同”效应:社会福利补偿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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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福利补偿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福利补偿抑制了农户的生态福利补偿。第三,从农户来

看,兼业化程度越高,工商资本的经济、生态福利补偿在农户流转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有限,这意

味着,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决策的关键。基于上述研究结果,隐含的政策内涵是:

第一,探索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机制是提升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经济福利补偿方面,

应拓宽探索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多样化的利益共享机制,如土地入股、技术入股等,增加农户的

总体收入水平;要重点扶持吸纳就业人员多的工商企业,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机会,提升农户非农

从业能力,减少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社会福利补偿方面,要增强工商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地

转移的促进作用,加大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善的溢出效应,畅通

工商资本下乡相关信息渠道,确保农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得到保障,以实现对农地社会价值的有

效补偿或合理替代。

第二,要进一步探索工商资本下乡多福利补偿之间“协调、互动、统筹”的发展机制。研究表

明,工商资本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的多元化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的活跃,但三者之间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农户流转意愿既是工商资本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又是三者

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增进农户流转意愿,要发挥工商资本下乡多福利补偿的“协同”效应。

第三,考虑到工商资本的多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异质性,提升农户流转意愿应给予适

度区分。研究表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由于其家庭生计和收入来源已基本脱离农村,土地

的经济、生态价值的作用强度明显下降,但出于对土地的留恋及土地带来的预期价值,他们并没

有从根本上放弃对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极为关心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身份特征与相关利益变化。

因而,促进工商资本下乡农地流转,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的关键。

第四,从经济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理解工商资本下乡的农户福利补偿,既有助于全面把

握和解读福利补偿的内涵和意义,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户流转决策背后的多维

度源由。

最后,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耕地资源对农户表现出的多功能价值

认同会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仅以重庆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若后续可获取相关数据,将尝试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深入探讨。土地是维系农户生存的命脉,也是国家维护农村发展与稳定的基石,

农地资本化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提升农户的获得感,对农户进行除经济福利之外的多种

福利补偿,真正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户土地转出的信心,这既符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农地资本化进程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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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WelfareCompensationonFarmersWillingnessofTransferringtheLandinto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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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surveydataofChongqing,thePLSpathmodelisappliedtotestifytheeffectofwelfarecompen-
sationonfarmerslandtransferwillingness.Theresearchfindingsareasfollows.First,byincreasingtheirnonagricul-
turalemploymentopportunitiesandimprovingtheiremployability,industrialandcommercialcapitalenhancesfarm
householdswillingnesstotransferlandsoastolevitatetheirrelianceonthelandandagriculture.Ruralinfrastructure
andpublicservicesystembroughtbythecapitalimprovethelivingconditionsandsocialinteractionoffarmhouseholds.
Farmersrightstosocialparticipationarerespectedandsafeguarded,whichhelpstoreducetheir“senseofbeingde-
prived”andthusenhancestheirwillingnesstotransferland.Second,socialwelfarecompensationhasasignificantlypos-
itivespillovereffectonecologicalwelfarecompensation,whileeconomicwelfarecompensationinhibitsecologicalwel-
farecompensation.Third,thehigherthedegreeoffarmersconcurrentbusiness,themorelimitedtheroleofeconomic
andecologicalwelfarecompensationinfarmhouseholdslandtransferdecision-making.Andsocialwelfarecompensa-
tionbecomesthecrucialfactortoaffecttheirconsiderationanddecisionsonlandtransfer.
Keywords:industrialandcommercialcapital;welfarecompensation;farmhousehold;willingnesstotransf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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